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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西北成为抗战重要的战略大后方之一，西北地区各族同胞在国民政府

的宣传和自身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下，通过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捐献运动、创立抗日社团等方式，以实

际行动支持前方抗战。在此过程中，西北同胞们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以及作为中华民族一部分

的集体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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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westward, and the northwest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rear area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compatriots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supported the front war of resistance with practical action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armed forces, the launch of donation campaig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ti-Japanese as-
sociations under the propaganda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ir own pa-
triotic spirit. In the process, the compatriots in the northwest gradually improved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belonging as par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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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抗战时期，西北地区作为多民族聚居区，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组成部分，聚居于西北地区的

各族爱国同胞在持久抗战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学术界针对西北地区的抗战这一问题已经做了较多的探讨，如尚季芳、华涛[1]通过对西北地

区在抗战时期的重要战略地位进行讨论，来论述西北地区为抗战胜利的巨大贡献；谢忠强也以在《甘

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及其在西北边疆的抗战宣传》[2]一文中通过重点研究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的宣

传内容，介绍了为巩固西北后方，西北民众在抗战中做出的积极贡献。还有部分学者以西北民众在抗

战中的具体贡献为研究对象的探讨，如刘永文、朱小敏在《藏族人民参与抗战的特点及意义》[3]一文

中全面梳理了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抗战爆发后，藏族人民通过建立爱国社团、积极参加抗战运动等方

式梳理藏族抗战的特点与意义。马广德在《回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启示与时代意义》中对回族抗日

救亡运动的形式、特点、历史启示及其时代意义等进行了梳理、总结和研讨，以期深化对回族抗日救

亡运动历史的研究。对于西北地区抗战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个别抗日救亡团体等研究

上，并没有从西北地区整体民众的角度出发。 
因此，本文以西北爱国同胞认同感为视角，通过对从七七事变到皖南事变这一历史时期内，《西北

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中有关西北爱国同胞抗战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研究西北爱国同胞对于抗战

的贡献，以及在这过程中他们是如何逐步增强中华共同体意识。 

2. 西北地区在抗战期间的战略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随着华北、平津地区的相继沦陷，国民政府开始认识到西北地

区在国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想让西北地区

成为全面抗战强有力的依托和支撑，同时力图将其作为未来对外战争的战略基地，因此，国民政府开始

了对西北地区的建设。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采取“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略”[4]，
并于 1938 年 3 月底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将“抗战建国”作为“特

定国家目标”。鉴于当时沦陷区为中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且区域不断扩大，因此中国想要抗战到底就必须

加大西北地区的生产力量以支持抗战，西北地区由此成为中国抗日战场重要的抗战大后方之一。此外，

国民政府于 1937 年决定西迁后，为开发西北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1938 年 1 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民

经济部，将西北地区纳入国民政府的开发计划之中；同年 3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非常

时期经济方案》，并提出：“吾国基本矿业及重工业之创造，应按期完成，至于民生日用所必需之轻下，

亦为军事上所必需者，应在西南西北和相当地点迅速筹设，并将实行‘计划经济’列入《抗战建国纲领》”；

“物质建应该集中力量在西部各省，其丰富的资源与广大之劳力，以及战区西迁之人力、物力，应如何

开发，如何利用，均为当前要图，应该制定整个计划实施以保证抗战建国之需要”[5]；1938 年，国民政

府拟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草案》开始系统地考虑西北地区的建设与规划，如国民政府在 19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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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并开发了甘肃玉门油田，使其成为当时重要的能源基地，有力地支持了抗战。此外，国民政府还对

农业、水利、轻工业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改良与发展，使得西北地区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在

1937~1941 年间成为了支援抗战重要的大后方之一，其战略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 
1937 年，日本封锁了中国所有的沿海港口、海上接受外援物资的通道以及中国华南与西南的铁路运

输线，与此同时斯大林想让中国战场吸引并牵制住更多日军，以减轻苏联远东的军事压力，于是苏联开

始支持中国抗战，并于 1937 年 8 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援华物资。1938 年 11
月，英美在日本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后，开始改变对日的绥靖政策，逐渐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

在此情况下，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成为了当时外国物资援助中国的重要通道。 
即使国民政府在 1931 年就已经认识到了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但直至 1937 年才开始进行西北地区

的开发，据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日记》中记载：“1937 年 10 月 2 日，早五时起，整理行装，同行者在

农民银行合作事业之杨锺哲君，及戴先生外为李锐才君，教育厅督学丁玺君并工友以武装警察三人，分

乘骡车三辆八时四十五分开车，出西关，经外桥步至西津桥，又上车，下午一时三十分至西果园，进食，

三时起行遇雨，五时五十一分到武家沟，不能更前，投宿张姓民家……3 日七时起，以天雨初霁，达至

十时五分始开车，十一时二十分登七道子梁，稍息即行，下午三时至中铺。”[6]。据顾颉刚的描述可以

看出当时甘肃的交通十分闭塞，更遑论更为偏远的宁夏或青海了，很显然西北地区的交通条件无法适应

当时战争的需要，于是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原有的公路基础上扩建新的路线，同时整修既有路线。据《中

华民国史·交通志》统计，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完成新建公路 5694 km [7]，并完成了西安至兰州、兰州

至新疆、四川至陕西等重要公路段的改造工作[8]。 
在全面抗战期间，西北地区交通建设的成就之一是国民政府和苏联共同开辟了一条贯穿中苏的交通运

输线——西北国际通道 1，它是中国境内运行时间最长、距离最长的国际交通线，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生命线[9]。据统计，从 1937 年到 1941 年，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共 997 架，坦克 82 辆，火

炮 1000 余门，机枪 5 万余挺，汽车 1000 余辆[10]，其中 90%以上的物资均由西北国际通道运往国内。抗

战时期，苏联将大量的军事物资通过这条通道运抵中国，再分派至全国各个战场，增强了中国抗日的能力，

成功阻碍了日军北进、南下政策的实施，为中国抗日主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除了中苏共同开设的西北

国际通道外，国民政府还将沟通东西的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形成了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公路网。此外，除

了陆路还开通了空中航线，1938 年中国交通部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商议决定开通从新疆哈密至苏联阿拉木

图航线，并签订了《中苏关于组建哈密阿拉木图间定期飞行合约》，主要作货物、旅客、邮件及行李的运

输。通过这些交通路线，外国的援华物资以及西北地区的棉粮等军需物资大量外运以供应抗战。据统计，

1937 至 1939 年，西北国际公路上有 4000 多苏联人、超过 5260 辆的苏联汽车向中国运送军事物资，总行

程将近 1850 万公里，保证了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11]。从 1938 年到 1940 年，通过西北通道运

入中国的苏联武器足够装备 15 个师[12]，极大地缓解了当时全国的运输交通压力。 

3. 抗战时期西北爱国同胞支持抗战的主要活动 

日本觊觎中国西北已久，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前，日本就已经开始在西北地区活动。日本在进行

军事侦察的同时，企图利用宗教、族群问题煽动西北地区族群势力进行自治，脱离中央管控，这件事情

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在 1937~1940 年间，西北地区的同胞通过维护当地地区的稳定、积极开展

献金运动、将地方武装部队积极送往前线支援抗战等方式努力践行着持久抗战的精神。 

 

 

1西北国际通道包括西兰公路和直接与苏联相连的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以及新疆在 1935 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路(迪化–哈密)。 
全长 2925 公里，苏联境内 230 公里，中国境内 2695 公里，路线从苏联萨雷奥泽克到达中国境内的霍尔果斯口岸，经乌鲁木齐、

哈密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再经安西、肃州、凉州，最后到达目的地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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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维持地方稳定，筑牢爱国信念 

抗战爆发以来，日本侵略者积极地寻找“傀儡”想以此控制西北，从而达到分裂西北、战胜中国的

目的，因此日本将目光放在了西北地区的地方势力上，西北二马 2 也顺理成为了日本想要拉拢以分裂西

北的对象。因为宁夏更加接近于抗战前沿，并且宁夏东邻伊克昭盟，西拥阿拉善及额济纳两旗，也是日

本满蒙政策的绕不开的地方，于是日本首先将目光锁定了宁夏的马鸿逵，还试图利用马鸿逵的胞弟马鸿

炳，想让马鸿炳周旋其中使得马鸿逵归顺日本，但种种行为都被马鸿逵拒绝。与宁夏相比，青海虽然远

离战区，但其掌控着河西走廊这不仅是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也是日本进攻和防范苏联的重要战略地点，

因此 1930 年代和 40 年代，为了防范苏联，实现分裂西北的目标，日本反复努力对青海政治施加影响，

如 1937 年，大量的日本间谍伪装成蒙古人，潜伏在青海祁连默勒扎萨克旗一带，借机想要分裂西北，但

被马步芳发现并捉送到兰州第八战区长官公署。虽然日本人想要通过诱降马鸿逵和马步芳，使得西北地

区分裂，从而达到其分化中国抗战实力的目的，这些统统都被马鸿逵和马步芳拒绝了。马鸿逵和马步芳

深知从长远的利益来看，对日妥协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还会失去人心和自己所管辖的根据地，

并且从全国的抗战形式来看，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表达了抗战的决心，西北二马也必须积极抗战，维护

西北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粉碎了日军想要分裂西北地区的企图，也让国民政府认识到了西北地区稳定的必要性，因此国民政

府开始积极地调整政策，呼吁西北地区的各族爱国同胞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并且开始均衡各方势力以

维持西北地区的稳定。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仅靠现有的物质实力很难与日本进行对称性抗衡，

必须充分发挥民众精神意志的力量，因此国民政府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爱国报刊积极响应，激

励同胞奋勇杀敌，构建民众文化和心理上的国防。张友鸾就曾指出，“四万万五千万的庞大民众，任何

强敌犹不能轻视，倘若动员全体国人的意志力，则一定能战胜日本。”[13]。因此，《西北日报》和《甘

肃民国日报》通过报道积极报道有利于我国抗战的消息、批判可能导致抗战精神淡散的舆论、心理和行

为，号召西北民众坚定抗战意志或者撰文积极论述抗战前途，扫除民众对于战争前途感到绝望的心理，

还会报道日军残忍杀害同胞的消息，激发民众抗战杀敌的斗志等报道。在抗战期间坚定了全中国人民尤

其是西北地区人民的抗战决心，同时也稳定了西北地区，抗日战场成为了西北地区的目光聚焦地，地方

势力与中央政府对外的主张渐趋一致，西北地区同胞抗战的热情与信心也被唤起。 

3.2. 组织地方武装，英勇出师抗战 

西北地区自晚清到民国时期，由于中央权威不断衰落，西北本土势力开始成长，中央在西北地区越

发不能掌握话语权。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军阀积极投身地方抗日与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1938 年，马鸿宾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的出任绥西防守司令，除了指挥绥西现有的部队以外，还将马鸿

宾部的第 35 师扩编成了第 81 军，该部队驻防在绥西地区由马鸿宾任师长。1939 年，日军板垣师团一部乘

汽车、坦克车、装甲车从包头出发向绥西进犯，81 军奋起反击，不仅击溃日军还缴获汽车 2 辆、炮弹 100
余发、少数枪支、食品罐头等军用物资，取得了乌拉脑包战斗的胜利[14]。对于此战，马鸿逵曾回忆说：

“日军攻抵宁夏境内三道河附近时，遭我军拦击。我以主力步、骑混合，埋伏包宁路左右两侧，待敌在包

宁路行进时，左右包围出击，混战九昼夜，将敌主力击淸，并切断其补给线，日军不支，退返包头，我军

趁胜追击，克复包头及缓西五县，交傅作义接管，我军仍返宁夏防地……当时国人只知道是傅作义克复包

头，而不知，是马鸿逵由保卫宁夏之战，乘胜追击日敌的战果。”[15]。1940 年，81 军主力部队的骑兵连

和 35 师为了配合傅作义收复五原的行动，共同向伊克昭盟北部移防，经过数月，大小十几次战斗，肃清了

 

 

2西北二马指宁夏的马鸿逵和青海的马步芳，后称宁马与青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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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日军及伪蒙骑兵，伊克昭盟全部恢复平静[16]。不仅宁夏地区马鸿逵、马鸿宾积极组织武装部

队支援抗战外，青海的马步芳也积极支援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步芳遵从国民政府的命令抽调部分的

兵力，又在互助、湟源、大通三县征拨民团，共同组成暂编骑师第一师。这只部队是由西北各个地区人民

组成的抗日武装，在 1937 年 9 月在西宁受阅后，到达陕西归第八战区指挥。1938 年 7 月，马步芳陆续派

出马步青的骑 5 军与新兵部队开往前线，这次的军事行动在 1938 年 7 月 9 日的《甘肃民国日报》中有报道：

“本次出征部队共系步骑两旅，步兵由祁明山旅长率领，骑兵由马福仓旅长率领”[17]。7 月 14 日《甘肃

民国日报》报道：“青海省政府，近派新兵一千名，由韩占福率领，于今日上午八时抵兰，将交由师管区

筹备处，运送东下杀敌”[18]，这两次马步芳先后派出了将近两万三千余人的兵力。 
除了地方军阀听从国民政府的调配将手中的武装力量送往前线外，西北各地区人民也通过住进训练

装订、成立童军团、编组保甲等方式有力的支援着抗战，如《西北日报》和《甘肃民国日报》中一系列

报道：1937 年 11 月 12 日泾川童军团的成立：“此间县童军战时服务团于日前组织成立编为一团，下分

三中队。已于日昨呈请省童军理事会准备处备案云”[19]；11 月 23 日武都地区招募壮丁的报道：“本县

各区署，自奉到征调壮丁命令后，即迅速从事抽征，各壮丁亦踊跃应征，兹悉日前各区先后征送到县之

壮丁，已达二百余名，不日即送往天水训练云”[20]；1937 年 12 月 3 日西北地区个人赴抗战前线报道：

“本县西街公民乔花南，家境小康，平日为人豪爽，见义勇为，此次以暴敌侵我日亟，国家前途危险殊

甚，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慨然躬率幼子向一六五师骑兵团请愿从军，保家卫国，闻该团已准如

所请，于昨日随军东下杀敌云”[21]；1939 年甘肃化平县阿訇马金魁，就亲送已子当兵，“县府以阿訇

深明大义，送子入伍足为偕模，……朱主席己赐亲书‘大义可风’之區额一方”[22]。面对回族同胞的表

现，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也高兴地说：“回教徒对抗日已负起很重的责任，各方面都决心以物力财力拥护

中央抗日到底”[23]。青海拉卜楞的嘉木样与黄正清不但组织慰劳团慰劳前线将士，1939 年还积极组织

藏族青年直接到前线参加抗战。 
综上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的通过军事力量支援前线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第一种是西北地区宁马

与青马这样本身拥有军队力量的地方势力，第二种是响应地方政府的号召，由募捐的壮丁经过培训后被

送往前线战场，第三种是西北地区个人奔赴前线的，不管是哪一种途径都对抗战胜利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3.3. 开展捐献运动，慰劳抗战将士 

西北地区爱国同胞对于抗日战争的支持还体现在积极开展捐献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型：捐献物

资。全国慰劳总会号召全国各地区人民积极开展为前方捐献运动，西北地区民众响应，从 1937 年起就不

断地为前方的抗日将士们募捐羊皮和寒衣等所需物资。1937 年 9 月，“西宁青海抗敌后援会决议发起捐

募羊皮十万张、慰劳将士书信五十万封运动”[24]；1938 年 11 月，马步芳“征募羊皮十万张，己由省垣

起运，及选购良马一千五百匹，呈献中央”，“国府以马步青倡导献金二十万元，特令嘉奖。”[23]。1938
年，拉不楞地区献出了一万张羊皮，以此来代替不能为国服兵役的歉意。后来为了支持拉不楞地区三民

主义征印运动，五世嘉木样捐款五万元认印五百册。1937 年 12 月 11 日“康乐县民众募捐老羊皮一百二

十张，捐作慰劳品，聊表微忱。”[25]。除了开展捐赠物资的运动，还积极开展了献金运动，1937 年 12
月 3 日，甘肃兰州西固区各界踊跃捐输“本县以地处边陲，消息闭塞，民众抗敌后援分会虽成立较迟，

而一般民众抗敌情绪，尚不后人，对于捐输慰劳前方将士，尤异常踊跃。即各男女初小学生，亦多节省

糖果等尽量捐助，已捐获四百余元，不日即可到省，转到前方”[26]；1941 年 8 月，“马步青倡导河西

及宁夏区各县献金运动，数达十万元，经委员长特电嘉勉”[27]；拉不楞地区为了酬劳从军青年，黄正清

主动捐款万元，嘉木样佛及阿仓佛也都有捐款。除此以外，为了推动西北地区的捐赠活动，甘肃国民后

援会还专门派募捐委员深入县乡进行协助，鼓动大家积极募捐为抗战贡献力量。如《西北日报》中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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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民众抗敌后援会，因寇患日深，国难益急，非有充分之经济实力，不足以增强抗战之宏效，兹为

募捐款项皮衣起见，特派李育栋为夏河县动募委员，办理该县动募事宜，昨并由省党部函请夏河黄司令

正清等，该员到达该县时，即请协同募捐，以资推进工作，而收宏效云。”[28]反映出西北地区的各民族

同胞在祖国危难之际伸出援手，为保抗战赢得最后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全国生产力不足，

此时西北地区这种大的募捐活动对于抗战来说无疑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西北地区在抗日捐献运动中能够

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参与这一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战时国家的巨大开支，增强了全国人民对于抗

战胜利的信心。 

3.4. 组织边区社团，增强民族认同感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西北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只有抗战，才能彻底摆

脱日军的奴役和侵犯，加之对持久抗战的不断宣传，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始纷纷建立起来，如西

北战地服务团、甘肃抗敌后援会、甘肃妇女慰劳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等等。这些抗日救亡团体的

宣传、募捐活动种类多样，通过演出抗战剧目进行演出激励前方将士英勇作战、保家卫国，同时号召民

众及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参加抗战，例如 1937 年成立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通过各地巡演的方式激

励前方将士英勇抗战，西战团为前方部队将士所表演的曲目有根据东北秧歌改编的《打倒日本升平舞》、

京韵大鼓《大战平型关》等节目，受到前方将士的热切支持。1938 年，西战团排演了许多有意义的曲目，

将旧戏形式与抗战内容相结合以此来宣传抗日，让更多的百姓知道抗战的必要性。联合剧团也做过公演

宣传：“联合剧团今日准备于元旦节公演，元旦排演的剧目大致定为计划有《警号》、《号角》、《血

洒卢沟桥》、《齐赴战场》等剧目，现在正配调角色及编辑剧情，不论省军彼时情态若何，决元月一日

举行公演以资宣传。”[29]，除了以上的活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团体还会进行实地服务或者号召动员

西北地区的各族同胞为前线的将士捐赠棉衣、金钱等物资。1937 年 12 月 27 日，“此问民众守土抗敌后

援会于本月十三日起表演新剧三天，出售红票三千三百张，每张定价一元，闻此项价款准备购买皮衣运

往前防慰劳抗战将士”[30]；1937 年 12 月 22 日，“西北抗战团于敌机空袭后，特由该队队员罗伟、高

成军等十二人前往炭市街及中山林一带作工作指导”[31]；1938 年 1 月 5 日“本省联合剧团积极准备之

第二次公演，定今日下午六时在新舞台预演，欢迎本市新闻界及抗战团体参观。”[32]。抗日救亡团体还

会通过编印刊物、在街头张贴宣传报纸宣传持久抗战的精神，如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又称“回教抗敌

救国宣传团”，该团体成员携带着印有两种文字(阿拉伯文和汉文)的宣传小册子，为西北地区的回族同胞

们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于回教政策的欺骗本质和对回族同胞的残害与暴行，呼吁西北地区的回族同胞一定

要抗战到底，并且大力提倡回汉及回族同胞内部团结并发展教育事业等。该团的抗战宣传工作得到了社

会的积极反响，赢得了西北回胞及新闻媒体的高度认可，巩固了西北后方，团结了西北回族同胞积极抗

战。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共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这些抗日救亡组织来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这些进

步社团在唤醒西北同胞坚持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4. 西北爱国同胞对抗战胜利的贡献 

4.1. 增强了西北各民族的中华共同体意识 

抗战之前，此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的国家政治体系之中，但西北地区仍处于传统政治

组织之下，缺乏国家认同感并且对于国家政治体系的认知也不完善，特别是对新建立的政治体系处于一

种不理解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张兴魁的话说就是“只知有家有妻子儿女，而不知有国家有民族”[33]。这

导致了西北民众并未将自己作为抗战力量中的一份子，但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开始有意

识地进行抗战的宣传再加上西北民众自己的政治认知逐渐清晰明了，很快打破了西北民众缺乏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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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局面。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利用报纸进行宣传抗战，如 1937 年贺耀祖通过报纸“号召后方的同胞在供

应第一线一切需求之原则下，后方必须集中力量表现和谐的精神，忘记平时一切的恩仇利害的观念，在

领袖的领导下，集中精力共赴国难”[34]，以及朱绍良在成为甘肃省主席后在报纸上对于西北同胞的训示：

“视察本省的情势，各方面所表现的似乎不像对外作战，我们看各国的战史无论任何交战国的国民，都

有非常紧张的精神和高涨的精神，即以日本论他们国内一切的一起，皆表现出战时的紧张状态，但我们

中国则在战事稍远的地方，一般人民只知消极的去躲避，对于战事应该如何去发动各种力量参加抗战，

这种积极的工作做得很少，依照一般情形来看，和去年我未离开兰州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希望各界同

胞能够立马振作起来，紧张工作，使抗战力量增加，然后抗战的胜利才有把握。”[35]。除了对西北地区

同胞通过呼吁口号来进行号召与训示外，国民政府还会通过报道军事胜利来鼓舞民心，如 1938 年台儿庄

大捷被《甘肃民国日报》进行了积极的报道，在国内要闻版刊出“我获空前未有胜利”[36]的消息。1940
年 8 月 30 日，报纸在头条位置报道了“浙南我军所向皆捷，昨日再克松阳丽水”[37]的胜利捷报。在国

民政府努力的宣传下，西北同胞对于抗战的认识与国家认同感也逐渐加强，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认同态

度。正前文所述，作为西北地方军政领导的诸马集团开始积极采取各种行动支援抗战并公开表达对于抗

战的支持，西北地区各族同胞也开始积极建立抗日团体，采取各种方式支援抗战。在这个过程中西北地

区的同胞们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要拥有抗战的信念、坚定抗战的信心，才能确保中

华民族在抗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4.2.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西北地区同胞们强有力的认同感与抗日救亡的爱国思想为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同胞们的民族认同意识被激发，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的平民，不论是

山区的农民还是宗教人士，又或者是地方军阀，所有人都在民族危机的警醒与国民政府的紧急动员下，

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的运动，他们劳军、献金、从军、捐赠物资或是排演话剧进行宣传，无不表现出

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如 1939 年，拉卜楞各机关学校法团，及“远近佛僧民众不下二万人”，“对全国

阵亡的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三分钟，并祈祷抗战胜利”[38]。在抗战期间，由拉卜楞寺和所属一百零八

寺组织的一个二十余人的慰劳团——“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暨各部落藏族僧民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

黄正清之弟黄正基的带领下，制作了八面锦旗并携带羊皮万张等大批慰劳品，分赴各个战区，进行慰劳

[39]。西北地区同胞们对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还表现为积极参加各种战时建设以及承担各种战时任务，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依旧不放弃，努力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 1937 年甘肃省二战区“派

民工赶铺石子路面”[40]，为了使西安至兰州的通行时间缩短，保证前线的抗战物资的送达，此项工程浩

大又需短时间内完成，因此甘肃省大批民工迅速前往赶修，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此项工程。除此以外，

还推动了西北地区各民族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如甘肃最早成立的抗日救亡组织——甘肃妇女慰

劳会，该团体通过办刊物，对知识妇女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让知识妇女通过街头对路人进行口头宣传的

方式，呼吁西北各族同胞积极抗日；通过办训练班，那些不识字的妇女群众被组织起来学习汉字，同时

对这部分女性进行抗日宣传。甘肃妇女慰劳会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领

导下，与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互相支持，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组织社会各行各业为前方将士踊跃

募捐，为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上事例表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随着西

北地区同胞们爱国主义的觉醒与对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感的增加，积极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

发展，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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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西北地区作为国民政府西迁后重要的后方阵地之一，

它的安定和国防与抗战的胜利息息相关。西北地区作为民族聚集地，在此居住的少数民族同胞在这场全

民族战争中，积极通过实际行动支援前方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诸多的贡献。西北地区的同胞

们通过建立爱国社团为抗日战场送物资等方式支援战场；为了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建立地方武装，派遣

部队赶赴前线；建立抗日救亡社团宣传呼吁各族人民加入抗战的队伍当中去。西北地区虽然没有直接与

日本对峙的军事防线，但仍然为抗战的胜利做了极大的贡献，积极开辟后方战场。同时，西北地区的同

胞们在抗日战争中逐渐提高自己对于民族的认同感，为我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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